



17、18世纪 ,越南南方的阮氏政权与北方的由郑氏实际控制的后黎朝 (为行文方便 ,以下
简称郑氏政权 )长期对峙。阮氏政权在军事上、政治上和经济上都远不及敌对的郑氏政权 ,为
了在残酷的竞争中生存下来 ,阮主被迫“废弃过去越南政权的做法 ,而允许有相当自由的贸








(古国名 ,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 ) ,“国人多是广东、漳泉等处人逃居此地 ”;广东人
陈祖义举家迁居该地 ,“充为头目 ,甚是豪横 ,凡有经过客人船只 ,辄便劫夺财物 ”。② 其时 ,华
人在安南、占城、暹罗、马六甲、巴达维亚、摩鹿加群岛、菲律宾等地也都建立了雄厚的基业。③
明朝中叶以后 ,中国江南各省商品经济迅猛发展 ,人们的商品意识随之增强 ,“多务贾 ,与时
逐”; ④而闽、粤两省“田尽斥卤 ,耕者无所望岁 ”, ⑤“以贩海为生 ,由来已久 ⋯⋯非市舶无以助
衣食”。⑥
隆庆元年 (1567年 ) ,明穆宗接受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的建议部分解除海禁 ,出海经商
者一时间骤然增多 ,犹如开闸之水不可遏止 ,“成为当时对外商业交往中十分突出的景观 ”。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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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崎岛 ,明商不上二十人 ,今不及十年 ,且二三千人矣。合诸岛计之 ,约有二三万人。”①当时出
洋风气之盛可略窥一斑。
越南由于其紧邻中国的独特地理优势吸引了不少华人。华人大批移居广南地区 ,则“显
然与阮氏之镇守顺化有密切关系 ”。② 自 16世纪中叶莫登庸篡位开始 ,黎朝政局就陷入了长
期的动荡、分裂状态。莫氏的势力于 1593年被逐出京城 ,然而就在黎朝复兴的同时 ,反莫势力
的内部产生了新的分裂 ,郑、阮两大派系的矛盾日益尖锐。1600年 ,阮潢借口讨贼返回顺化
后 ,“自是不复入东都”, ③盘踞在顺广地区的阮氏家族虽然名义上仍奉黎朝为正朔 ,但实际上
早已成为一个独立的王国 ,中、日史籍中称之为广南国 ,西方则称之为交趾支那。
阮氏政权建都顺化后 ,一方面坚定不移地推行“南向政策 ”,不断南侵占城 ,开疆拓土 ;另
一方面主动开放国门 ,招揽华人 ,大力发展海外贸易。为了方便华商 ,阮氏政权特许在会安选
择一处合适的地方建立城镇 ,作为市集场所。张燮《东西洋考 》云 :“贾舶既到 ,司关者将币报
酋 ,舶主见酋 ,行四拜礼。所贡方物 ,具有成数。酋为商人设食 ,乃给木牌于廛舍 ,听民贸
易。”④会安很快就发展成国际贸易口岸。当地的古碑刻着 :“四方百货 ,无远不至。”⑤
阮氏政权对华贸易的兴起除了因阮主的政策推动外 ,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外部原因。16
世纪末 ,日本逐渐统一 ,社会秩序得以恢复 ,民众生活趋于安定 ,对中国丝绸等手工业品的需求
量大增 ,各地银矿的开发又为海外贸易提供了大量的资本 ,到“17世纪初 ,日本白银的年输出












南 ,开始为期 7个月的交易。中国商船运来瓷器、纸张、茶、硝石、硫黄、铅等货物 ,与当地居民
交换乌木、沉香、肉桂等土产。⑦
随着广南贸易的兴盛 ,留居广南的华商愈来愈多 ,因为在当时的航海技术条件下 ,商船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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铺 ( Faifo) ;因其地甚为宽阔 ,几可令人认出两街 :一为华人街 ,另为日人街 ,各街分置头领 ,而
依据各自习俗生活 ;华人依照中国固有之法律及风俗 ,日人则依照其固有者。”②当时广南市
场的商人除了中国人和日本人之外 ,还有不少葡萄牙人、荷兰人、西班牙人和英国人 ,但直到
17世纪中叶 ,整个广南地区的外商中 ,日商的势力最大 ,华商次之 ,这与日本“朱印船 ”贸易对
广南的重视不无关系。据日本学者岩生成一的研究 ,从 1604年到 1635年德川幕府宣布锁国
为止的 31年间 ,日本幕府共向前往东南亚贸易的日本商船颁发了 365张“御朱印状 ”。其中 ,
有 93艘商船前往广南阮氏属地进行贸易 ,占“朱印船 ”总数的 1 /4。③ 16世纪末的中国 ,由于
西方殖民主义者和海寇的骚扰 ,明朝政府于 1593年、1622年、1628年多次海禁 ,频繁的海禁严
重打击了东南沿海的对外贸易 ,以致“引船百余只 ,货物亿万计 ,生路阻塞 ,商者倾家荡产 ,佣
者束手断餐”。④ 在这种情况下 ,阮氏政权对华贸易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 ,广南地区华商的
势力自然就无法与日商相比 ,但是 ,广南地区的对华贸易基本上一直由华商操控。
二、1640—1672年阮氏政权对华贸易中的华人
阮氏政权经过阮潢、阮福源父子两代的辛苦经营 ,势力逐渐增强 , 1620年拒绝再向郑氏控
制下的黎朝朝廷上缴赋税 ,双方终于在 1627年爆发了第一次军事冲突 ,开启了长达 45年的越
南南、北纷争时代。
当越南南、北政权进入公开的敌对状态时 ,对阮氏政权影响甚巨的日本“朱印船 ”贸易也
进入了尾声。日本幕府从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起 ,开始实行锁国政策 ,发布锁国令 ,禁止一切
日本船只出海。1639年 7月 ,日本实行全面海禁 ,只准许中国和荷兰的商船至长崎贸易。随
着“朱印船”贸易的终结 ,广南地区的日商人数急剧减少 ,华商的势力则不断增强。一位曾在
会安居住了十年之久的日本人五郎右卫门在 1642年给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报告中称 ,当时在会
安的日本人除了为官者 ,约有四五十人 ;而华人除了为官者 ,尚有约四五千人。⑤ 1651年 12
月 ,一位航抵会安的荷兰船长在日记中写道 :“会庯之街路并无几条 ,主要之大路沿河而走 ,而
石造之耐火房屋蝉联两傍。这两排房屋之中 ,除了六十多间为日人所居外 ,其余都是华商及华
工之家 ,其间鲜有交趾支那人居住。”⑥可见 ,华商在当地的地位已得到迅速提升。
中国在 17世纪 40年代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1644年 ,明朝灭亡 ,清朝定都北京。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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贸易。“郑氏的商船或者直航东南亚各国 ,或者从事海上三角贸易 ,将中国货物运销东南亚 ,
再北上将东南亚商品运送日本 ,换取所需物品 ,运回台湾。”② 1657年 ,当郑成功的势力达到顶
峰时 ,巴达维亚的一份报告指出 ,当年有 47艘中国船到达长崎 ,其中 2艘来自广南、1艘来自
东京 ,中国船则全部属于大贸易商国姓爷及其追随者。③
另外 ,中国沿海地方当局对清廷海禁政策的贯彻也不完全到位 ,有些官吏与海上势力勾
结 ,收受贿赂 ,默许、怂恿乃至参与走私 ,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、尚之信父子与福建的靖南王耿
精忠皆属此类。尚氏父子利用海禁时期外国商船不能直接到广东进行贸易之机 ,私造大船 ,出
洋为市。康熙二十一年 (1682年 ) ,两广总督吴兴祚《议除藩下苛政疏 》指出 :“自藩棍沈上达
乘禁海之日 ,番舶不至 ,遂勾结亡命 ,私造大船 ,擅出外洋为市其获利不赀 ,然利入奸宄 ,国课全
无。”④《清史稿》也记载 :“康熙十二年 ,平南王尚可喜致书于长崎奉行 ,请通商舶 ,闽粤商人往
者益众 ,杂居长崎市。”⑤前往长崎的中国船“并不仅仅在起航地和长崎之间作往返航行 ,驶离
长崎港的商船也同样如此”。⑥ 从中国东南沿海出发的商船大都先驶往包括广南地区在内的
南洋各地商埠 ,然后再折返长崎。《华夷变态》、《通航一览》等资料记载 ,许多从暹罗、大泥 (古










进入 17世纪 70年代 ,阮氏政权对华贸易进一步发展 ,“为后两个世纪中国贸易在南部越
南的主体地位奠定了基础 ”。⑧ 这主要有三个原因。首先 ,随着 1672年郑氏、阮氏两政权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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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,释大汕在《海外纪事》中记载了当时会安大唐街的盛况 :“盖会安各国客货码头 ,沿河直街
长三四里 ,名大唐街。夹道行肆 ,比栉而居 ,悉闽人 ,仍先朝服饰 ,妇人贸易。凡客此者 ,必娶一
妇 ,以便交易。”②同年来会安调查广南商情的英国人宝依亚 ( Thomas Bowyear)在 1696年致英
印公司的信中说 :“会庯位于离河口之沙洲三里 (L ieue,约合四公里 )之处。这是一条沿河大
街 ,夹路房屋相连 ,为数一百间内外 ,除四、五家日侨之外 ,皆为华人所居。往昔 ,日人为此地重
要之居民 ,且许多人曾任港务官 ,而今人口锐减 ,生活穷苦 ,所有贸易均为华人垄断。”③ 1740—
1755年在顺化王宫当武王侍医的克夫勒 ( J. Koffler)也说 :“商业最殷盛之区莫过为港口之附
近。该地只住有中国商客及交趾支那人 ,称为会庯 ,其义与吾人之‘古玩市 ’(Marche de
vieilleries)相近。我曾述及中国人 ,盖因彼等诚如犹太人 ,散居于交趾支那之每一个角落从事
交易。其人口不下三万之数。”④克夫勒所说之三万华人自然是指广南全境的华侨总数。仅就
会安而言 ,当时的一篇观察报告记载 :“会安城只有商人居住 ,当 1750年时 ,可见既婚约 ,且缴
纳贡税的一万华人居留此地。”⑤
如前文所述 , 1642年会安华侨不过四五千人 ,而此时居然达到一万人 ,在中国人尚未大规




物、传递书信 ,乃至充任贡使。《海外纪事》载 :“甲戌 (1694年 ) ⋯⋯八月初四日 ,知客叩门 ,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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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人民苦不堪言 ,从 18世纪 50年代开始的货币铸造又给阮氏政权带来了灾难性的通货膨胀 ,
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最终导致了阮氏政权对华贸易的滑坡。此后的战乱更使越南华商雪上加





对外贸易 ,尤其是对华贸易。恰在此时 ,中、日两国国内政策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 ,历史机
缘的巧合促成了阮氏政权对华贸易的繁荣。自阮氏统治广南之初 ,中国东南沿海的华人就积
极参与阮氏政权的对华贸易 ,成为阮氏政权最重要也是最持久的贸易伙伴。17世纪中叶 ,日









(邱普艳 ,博士研究生 ,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 ,厦门 , 36100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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